
理论前沿

保理合同客体适格的判断标准及效力展开

詹诗渊

　　内容提要：《民法典》保理合同章未设客体限制规范，应借助《民法典》第７６９条的引
致条款以债权让与的客体要求对保理合同客体进行限定。基于此，将来应收账款与集合

应收账款应受债权特定性的限制，禁止转让的应收账款和虚构的应收账款应受债权可让

与性的限制。可通过动态系统方式对将来应收账款的发生原因、金额、期限等方面要素进

行综合判断，不具有特定性的将来应收账款不得成为保理合同的客体。集合应收账款作

为种类特定的集合债权，可成为保理合同的客体。宜区分附限制转让约定的应收账款与

附禁止转让约定的应收账款，以前者为保理合同客体的，债权人不对债务人承担违约责

任；以后者为保理合同客体的，债权人应承担违约责任，当保理人恶意时，债务人有选择履

行权。应对债权人、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的构成作限缩解释，仅包括债务人虚假出具书面

凭证或向保理人认可虚假应收账款的情形。该行为的法律性质是债务人故意保留真意且

对债权人虚伪授权处分，因此仅在保理人明知时债务人才能免责。宜承认票据应收账款

等作为保理合同客体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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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诗渊，重庆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作为实务中最重要的供应链金融手段，保理合同是《民法典》唯一完全新增的典型合

同，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明定的

非典型担保方式。保理横跨物、债两大体系，连接债权让与、权利质押、非典型担保三项制

度，其新增的特殊规则能否被类推适用于以上制度、以上制度的一般规则又如何适用于保

理及其适用限度，都是后《民法典》时代发挥法典体系效益的关键问题。〔１〕 就保理合同的

客体而言，《民法典》仅区分现有的应收账款与将有的应收账款、实存的应收账款与虚构

的应收账款；但实践中保理合同客体多样，常出现集合应收账款、票据应收账款等作为保

理合同客体的情况。既有研究或从立法论层面对保理合同客体作规范构造，或从解释论

·６８·

〔１〕 参见谢鸿飞：《民法典的外部体系效益及其扩张》，《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２８－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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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对保理合同的性质、内容、效果等作通盘考量，从法典体系化角度针对上述保理合同

客体的释义学研究尚付之阙如。基于此，本文以《民法典》第７６９条的准用规则为基础，
依一般债权让与客体的特定性和让与性标准，对有疑义的将来债权、集合债权、虚构债权、

禁止转让的债权、票据债权进行体系化考察，以阐明保理合同的客体范围。

一　保理合同客体与债权让与客体规则

在体系化考察保理合同客体之前，须厘清保理合同作为典型合同究竟有何类型特征，

该特征使其客体在法典外部体系上与何种制度产生什么样的关联。我国《民法典》第７６１
条定义了保理合同，明确保理合同是“要素 ＋必要偶素”〔２〕或“要素 ＋择一常素 ＋偶
素”〔３〕的混合合同。〔４〕 换言之，保理合同的类型特征在于：债权人转让应收账款和保理

人提供融资、担保等任一服务都是合同必要点，且应收账款转让与金融服务之间具有给付

牵连性。〔５〕 可见，保理合同唯一确定的主给付内容是应收账款转让，客体也一定为应收

账款。但是，应收账款是会计学概念而非法学概念，若将其转化为民法术语，依照《应收

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２条及《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３条
的概括，应收账款是“以合同为基础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债权”，此定义也与比较法上

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８２４条、《澳门商法典》第８６９条的规定相近。〔６〕 故此，在释义
学上宜将保理合同的客体界定为因合同产生的金钱债权，其作为被转让的债权，与债权让

与的客体存在“特殊与一般”的关系。

或许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民法典》第７６９条为保理合同设定了准用规范：“本章没有
规定的，适用本编第六章债权转让的有关规定”。但该条未明确债权转让规则准用的对

象究竟是保理合同本身，还是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质言之，《民法典》删除了

原《合同法》第５１条之无权处分的规定，解释上宜认为《民法典》采纳了负担行为与处分
行为区分原则。〔７〕 故此，保理合同作为以转让应收账款为主给付内容的合同，是发生债

权转让的原因行为、负担行为；债权转让作为结果行为、处分行为，才直接发生债权变动的

效果。而《民法典》第５４５条等对债权转让客体进行限制的规范目的，正是基于其处分行为
的性质：转让不具有让与性或特定性的债权，将导致权利无法变动或权利变动的范围无法确

定。〔８〕 准此而言，似乎《民法典》第７６９条并不能准用于保理合同这一负担行为之上。
但是，若从民法体系性及保理商事性的角度进行观察，可发现债权转让的客体规则应

适用于保理合同，其合同客体须具备债权特定性和债权让与性。原因在于：其一，从法典

体系角度而言，若《民法典》第７６９条仅针对保理合同项下的债权转让这一处分行为，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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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宇：《保理合同立法论》，《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第３１－５０页。
参见方新军：《〈民法典〉保理合同适用范围的解释论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０７－１１８页。
参见黄和新：《保理合同：混合合同的首个立法样本》，《清华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３期，第１７９－１９０页。
参见王洪亮：《论合同的必要之点》，《清华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１２２－１３４页。
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８９页；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
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编：《澳门商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４４页。
参见孙宪忠：《论民法典贯彻体系性科学逻辑的几个要点》，《东方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８－２８页。
参见庄加园：《合同法第７９条（债权让与）评注》，《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第１５７－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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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准用规范并无意义。准用规范，乃法律特别允许对于相似事物同样对待，〔９〕而保理

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本就是“转换表达方式的债权让与”，〔１０〕其与债权转让并非相

似事物，而是同一事物。因此，作为保理合同之结果行为的应收账款转让，本就应直接适

用债权让与相关规定，而无依照准用规定参照适用之必要。其二，保理合同商事属性突

出，对其客体的限制是预防金融风险的必要。从事保理金融，必须有保理金融牌照，具备

保理人资质。对保理人主体资格进行管控的目的在于限制市场上保理金融总额，保持金

融市场稳定。同理，保理合同客体也应受到限制。质言之，以不具有特定性和让与性的应

收账款债权作为保理合同客体的保理产品，可能以资产证券化等金融方式再次流入市场，

通过金融乘数效应，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并且，由于“暗保理”等非公开应收账款转让

模式的存在，这些不合格应收账款甚至不需要在法律上发生权利变动，即可能在金融市场

上再次交易流动，待后手交易人欲实现应收账款债权时，却发现其本就因不具备可让与性

或特定性而无法变价，也无法再向前手和最初交易人追索权利。因此，保理合同虽然只是

负担行为，但考虑其商事金融属性，也应对其客体进行必要限制。其三，以债权转让客体

规则限制保理合同客体，是限定保理合同的适用范围，并不直接导致合同无效，不影响物

债二分体系。以不适格应收账款债权为客体订立保理合同的，合同有效；但该合同因欠缺

保理合同所要求的必备客体要素，不具有混合给付的特质，因而并非保理合同，不应适用

《民法典》保理合同章的规定，只能依其内容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一般规定或买卖合

同、借款合同等规定。〔１１〕 此种法律效果构造的优点在于，在维持《民法典》物债二分效果

的基础上，将保理合同客体不适格的法律效果与保理合同主体不适格的法律效果相协

调，〔１２〕既遵照法典体系安排，又符合国家金融管制的需求。

综上，保理合同唯一确定的主给付义务为转让因合同产生的金钱债权，根据《民法

典》第７６９条的准用文义及“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法学原理，作为保理合同客体的债权
须符合一般债权让与的客体要求，具备债权特定性和债权让与性。

二　债权特定性限制下的保理合同客体

（一）债权特定性限制下的将来应收账款保理

立法上，《民法典》第７６１条明确把“将有的应收账款”纳入保理合同客体，符合比较

·８８·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林修三『法令用语の常识』（日本评论社，１９９４年）２５页参照；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
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４１页。
朱广新：《论合同法分则的再法典化》，《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４１－５６页。
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４５条第１款规定，“法律或者行政
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典第四

百六十七条和第六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由此应当注意的是，此类客体不适格的

“保理合同”，既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因为若依前条规定，参照适用《民法典》买卖合同章第５９７条关于合同
客体的限制的规则，则合同可能因客体违反法律效力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司法实务普遍认为，不具保理人资质但长期从事保理业务，订立的保理合同无效；但并非以保理业务为常业、从事

单笔保理交易的，不应以违反市场准入为由而否定该保理合同的效力。对合同效力的判断在有效与无效之间反

复，也侧面说明司法在寻找更为折中的效力评价。不否定合同效力，但否定保理合同的性质正合于此道。参见李

志刚：《〈民法典〉保理合同章的三维视角：交易实践、规范要旨与审判实务》，《法律适用》２０２０年第１５期，第３９－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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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上的立法例、保理交易习惯和司法裁判规则。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将来应收账款债权

或将来债权的转让均被新近的立法所认可和接受。例如《国际保理通则》（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第１条、《国际保理公约》（ＵＮＩＤＲＯＩＴ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第５条、《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账款转让公约》（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Ａｓ
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ｅｉｖａｂｌ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第８条、《法国民法典》第１３２３条第３款、《日
本民法典》第４６６条之６、《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３－５：１０６条、《美国统一商法典》
第９－２０４（ａ）条，均明确将来应收账款或将来债权可以被让与。从交易习惯来看，由于将
来应收账款比现有应收账款回款周期更长，以将来应收账款作保理更能发挥债权的“贴

现”融资功能，保障应收账款转让人现金流稳定，故将来应收账款在实践中被广泛用作保

理。从裁判规则来看，虽然２０１４年《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１３条规定商业
银行不得基于未来应收账款进行保理融资，但司法裁判上一般不以该办法否认保理合同

的效力，侧面认可了将来应收账款可作为保理合同客体。〔１３〕 但在解释上，仍需要以债权

特定性对“将有的应收账款”的文义射程进行限缩。对此存在三种方式，即以具体条件、

发生基础或动态事项来判断将来债权的特定性。

第一，以具体条件判断将来债权的特定性。这些具体条件包括时间条件、数额条件

等。申言之，在债务人特定（对象特定）的情况下，只考虑将来债权是否发生在一定时间

范围内（时间特定），或在一定数额范围内（数额特定），若是，则认可其满足债权特定性要

求。就时间特定标准而言，日本最高裁判所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５日一份判决中，以１年时
间为限承认了医生的将来诊疗报酬债权；〔１４〕后又于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９日的一份判决中承认
了未来８年零３个月中诊疗报酬债权的特定性。〔１５〕 不过，以时间特定性认定将来债权特
定性的观点虽然受到日本学界认可，〔１６〕但究竟应以多长时间为限依然饱受争论。〔１７〕 就

数额特定标准而言，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曾允许债权人转让建筑用地的３万马克将来应收
账款，但这一数额并非确定将来债权特定性的绝对标准。〔１８〕 我国亦有因将来债权数额不

特定而否决保理合同效力的判例。〔１９〕 综上，无论是以时间特定标准还是以数额特定标

准，都不能确定普适且具体的时间限度或数额限度。

第二，以发生基础判断将来债权的特定性。此种判断模式把将来债权分为有发生基

础的将来债权与没有基础的将来债权，〔２０〕认为存在法律关系基础的将来债权具有特定

性，而没有现实发生基础的将来债权不具特定性。〔２１〕 这种方式的缺陷在于，其对实务中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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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５）苏商终字第００１３号民事判决书；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７）鄂民终３２号民事
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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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法务事情８９８号９３页－９４页。
最高裁判所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９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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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法理の展开』（弘文堂，２００１年）２５９页参照。
参见［日］堀龙儿：《围绕集合债权让与担保的新论点》，高庆凯译，《中日民商法研究》第５卷，第１７６－１９０页。
Ｖｇｌ．ＢＧＨＮＪＷ１９６５，２１９７，２１９８．
参见上海金融法院（２０２１）沪７４民终４５１号判决书。
参见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１２页；黄立著：《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１６－６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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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将来营业收入为标的的将来债权让与没有解释力。另外，会出现以下不公情形：债权

让与人转让空白的债权凭证，由债权受让人在债权现实发生后填写；若期间债务人发生破

产等状况，则债权受让人无法根据不具有确定性的债权让与凭证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并对

抗其他第三人。〔２２〕 总之，以是否具备发生基础判断将来债权的特定性，无法覆盖上述无

发生基础但具备发生可能的将来债权转让。

第三，以动态系统方式确定将来债权的特定性。在该方式下，将来债权的特定性需从

债权发生原因特定、金额特定、期限特定、债权人特定、债务人特定、债权发生时间特定等

多个方面综合判断。〔２３〕 因将来债权种类各异，不可能将具体判断条件统一下来，〔２４〕只要

将来债权满足部分条件并达到一定程度时，缺少某些要件也可被认为具有债权特定

性。〔２５〕 例如，作为正常营业收入的将来债权虽然金额、发生日期、债务人等要素都无法特

定，但因债权发生原因足够确定，应当认可其具有特定性。该方式的核心，是以将来债权

发生可能性的判断替代将来债权特定性的判断。〔２６〕 为避免运用过宽而导致债权人不利

益和超额债权让与担保，日本学理上以公序良俗原则来限制其适用。〔２７〕

综合上述三种理论，以动态系统方式判断将来债权的特定性更为适宜。该方式放弃

了全有或全无的构成要件式判断，转而以法律元素组合和影响大小评价为核心来判断将

来债权的特定性，可认为是“动态系统论”在债权特定性认定问题上的理论延伸。〔２８〕 其解

决了以具体条件判断方式无法定量的弊端，涵盖了没有法律关系发生基础但有发生可能

的将来债权转让的情形。但是，此方法还需明确的问题是：没有发生基础的将来债权为何

可以被处分？债权发生前，受让人有没有取得权利？若有的话其取得的权利实质是什么？

债权在何时转移？债权是自发生之时即原始地归属于受让人，还是在发生后自转让人处

转移至受让人？债权发生前进行登记并具备对抗要件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对于以上问

题，日本学者认为：首先，债权现实存在与转让合同效力无关，因为即使债权不存在也仅是

自始履行不能而已，并不影响合同效力。〔２９〕 其次，处分行为以被处分的权利存在为逻辑

前提，〔３０〕没有发生基础但有高度发生可能的将来债权作为期待权也可以被处分。〔３１〕 因

此通过处分行为，债权受让人在债权发生前即获得了期待权；〔３２〕换言之，债权受让人在让

与人作出处分将来债权的行为之时，即获得了“将来债权的债权人地位”或“处分将来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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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１７２－２６６页。
石坂音四郎『日本民法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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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斐阁、１９１６年）１１８９页以下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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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权的权利”。〔３３〕 故此，将来债权的转移时点并非将来债权实际发生之时，而是处分将来债

权的行为作出之时。〔３４〕 这样，转让将来债权对抗要件的具备也不必等到债权发生时，而

是在通知或登记时即可具备对抗要件。此对抗要件并非“公开宣布权利转移”〔３５〕的手段，

而是公开表示将来债权所涉及的处分权转移。〔３６〕 日本这些理论超越了德国把无发生基

础的将来债权转让作为无权处分的理论构造，〔３７〕扩大了可转让的将来债权范围，解决了

将来债权未发生与具备对抗要件之间的逻辑冲突，在日本受到了学者的赞同〔３８〕并被立

法采纳。〔３９〕

将上述动态系统理论运用于限缩保理合同中将来应收账款的文义范围，与我国规范

性文件、司法裁判、交易实践均存在“理性耦合”。在我国实定规范上，虽然民事基本法对

将来应收账款特定性问题并无具体规定，但部委规章及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却已有相关

指引。如《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９条第４款第２句规定，
“对担保财产进行概括性描述的，应当能够合理识别担保财产”。此处的“应当能够合理

识别”，并未特别要求债权须具备发生基础，也未要求以特定方式识别，文义上完全能够

涵盖以动态系统方式判断将来应收账款特定性的标准。此外，《天津市商业保理试点管

理办法（试行）》在第１８条第３项规定了“债务人不明确的或无基础法律关系”的债权原
则上不能受让，该条的反面解释是：没有基础法律关系的将来应收账款在特殊情况下也可

作为保理的客体。在我国司法裁判中，已有用动态事项标准确认债权特定性的案例。在

某案件中，保理人建设银行与债权让与人澳海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４日即签订了《有追索
权国内保理合同》，约定将澳海公司对债务人平煤物流公司等的将来应收账款债权让与

给建设银行。而后澳海公司才与平煤物流公司在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５日签订《煤炭采购合
同》，即此时将来应收账款才产生现实发生基础。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了保理合同和

债权让与的效力，亦即认可了无发生基础的将来应收账款可以作为保理客体进行转

让。〔４０〕 在我国交易实践中，保理人以债权转让人享有的将来应收账款债权数额为基数，

根据债权发生可能性、债权回收难度、债权保障程度等多方面因素，扣除不同比例后向债

权转让人给付保理融资款。换言之，保理人可根据将来应收账款的风险程度，支付与风险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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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田宏树认为即使是未发生的债权，也可以在现阶段认识到“处分权”（将来债权在现实中发生时能够取得该债

权的权利），将来债权转让是这个观念上处分权的转移。森田宏树「事业の
1

益性に着目した资金调达モデル

と动产·债
#$

渡公示制度」金融法研究２１号（２００５年）８８页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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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斐阁、２０１４年）１６９页以下参照。
参见［德］鲍尔、施蒂

2

纳著：《德国物权法》（下），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５０－６６０页。
中田裕康「将来又は多数の财产の担保化」金融法务研究会『动产·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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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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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年）２４页参照。
在２００９年以来的日本民法（债权法）修改部会的讨论中，学者即普遍认为应该把将来债权让与的内容写进《日
本民法典》之中。于２０１７年日本债法改革后，《日本民法典》在第４６６条之６规定了将来债权让与。参见［日］
松岗久和：《法制审议会民法（债权法）部会讨论的情况概要》，《中日民商法研究》第１０卷，第３－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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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的融资款，形成对待给付，且应收账款风险程度与融资款数额成反比。我国亦有研究

认为，将来应收账款特定性的判断，需要“根据未来应收账款的交易对手、交易标的、合同

性质、历史交易数据等要素，综合判断其可期待性与可确定性”。〔４１〕

综上所述，对于将来应收账款作为保理合同客体的情形，应综合债权发生原因、金额、

期限、债务人等方面因素，研判每种因素的确定程度；只要将来应收账款满足以上某方面

因素的程度足够深，或同时满足某几方面因素，该将来应收账款即具备高度发生可能，满

足债权转让对客体特定性的要求。因此，在解释上宜认为《民法典》保理合同章中规定的

“将有的应收账款”，系指具备高度发生可能的将来应收账款；同理，《民法典》第７６８条规
定可登记的“应收账款”应当包括不具有法律上发生基础、但具备高度发生可能的将来应

收账款。

（二）债权特定性限制下的集合应收账款保理

根据外延范围的不同，集合债权在学理上含义多样：其一，指对同一债务人的多笔现

有或将来债权群；其二，指对多个债务人的现有或将来债权群。〔４２〕 若采第一种定义，则依

举重明轻的原理，既然如前述将来应收账款的特定性都可以被承认，包含将来应收账款和

既有应收账款的集合应收账款之特定性更应被承认。但在保理领域，集合应收账款债权

更符合第二种定义：由于应收账款连续产生且单笔应收账款金额较小，保理公司为避免多

次转让、多笔转让的交易成本负担，常将对不同债务人的现有和将来应收账款打包为集合

应收账款作保理。〔４３〕 故此，以下仅讨论债务人不同一的场合下，包含现有或将来的应收

账款债权群作为集合债权资产作保理的问题。

集合应收账款债权作为保理客体的难点在于，集合内包含指向不同债权人的数笔现

有或将来应收账款债权，其不确定性甚至高于单笔将来应收账款债权，难以被准确指出，

也难以具备对抗要件。〔４４〕 对于以上问题，日本曾经历长期争论。在日本过去的实务中，

集合债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受让人虽欲依照《日本民法典》第４６７条通知债务人以完成对
抗手续，但考虑到集合债权如此大规模的对外转让，通知之后可能有损转让人的资产信

用，故一般不办理对抗手续。受让人通常事先从转让人处获得债权转让通知书，在转让人

不得已陷入信用危机时，受让人可直接代替转让人通知债务人债权转让事宜。这样，集合

债权转让因难以确定具备对抗要件的时间，常陷入裁判中的两难。因此，日本大阪高裁在

１９９６年ｌ月２６日的一份判例中认为，作为债权让与客体的集合债权，因金额不确定、发生
期限不确定，有违债权特定性原则；并且因其缺乏特定性，使得债权转让人也无法预见转

让债权的数额，是极大的利益失衡，有违公序良俗。〔４５〕

为解决上述通知保留型集合债权转让的对抗要件问题，日本于１９９８年制定了《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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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特例法》，规定集合债权在登记的基础上，可以具备特定性并得以转让。之后日本又

于２００５年颁布了《动产债权转让特例法》，认可债务人不确定、债权数额不确定的集合债
权，也可因种类和发生的始期、终期而确定，并允许其进行登记。此外，为了避免集合债权

转让对转让人的债权人造成的信用不安问题，该法规定第三人可以基于特定原因，查看不

同登记文件的概要。〔４６〕 综上，只要集合债权的种类和期限确定，也可作为债权让与的客

体。就保理而言，因应收账款本就是种类特定的债权，则只需集合应收账款的期限确定，

其特定性就应得到承认，亦可以作为保理合同的客体。

三　债权让与性限制下的保理合同客体

（一）债权让与性限制下的禁止转让应收账款保理

《民法典》第５４５条沿袭原《合同法》第７９条，规定了三种不具备让与性的债权，即依
性质不可转让、依法律不能转让和依约定不许转让的债权。其中，依性质不可让与的债权

包括三个类型：人身性债权、基于基础关系不可让与的债权、非独立性债权。〔４７〕 人身性债

权与特定债权人受领“绑定”，改变债权人会丧失债之同一性或改变债的经济意义，故不

被认为具有让与性。〔４８〕 而应收账款是因合同产生的金钱债权，不具有人身属性，故不可

能基于该原因丧失让与性。非独立性债权亦同。有疑义的是基于基础关系不可让与的债

权。此类债权缺乏让与性的原因，是保护债务人利益。由此引出的问题是，因相互交易产

生的应收账款债权被当事人提前约定，在日后结算时互相抵销并支付差额，〔４９〕此类应收

账款是否因保障债务人的抵销权利而缺乏让与性？德国多数学者认为，此类债权因相互

抵销约定的存在而变得不具有独立让与性。〔５０〕 但事实上，该类应收账款债权与禁止让与

约定的应收账款债权相同，故此纳入“依约定不可让与”进行讨论。

１．依约定不可让与的应收账款作为保理客体
由于保理合同的客体已经被特定化为因合同产生的金钱债权，故即使转让人与债务

人之间存在禁止应收账款转让的约定，保理合同项下的应收账款转让也得因《民法典》

第５４５条第２款之规定而有效。但问题在于，《民法典》只规定了违反禁止转让约定进行
债权让与的法律效力，却并未规定其具体法律效果。质言之，《民法典》未在文义上明确

以下问题：债权人转让应收账款后，是否需要向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应收账款转让后，

债务人仍向债权人履行的，发生何种效果，保理人权利又如何救济？对于《民法典》第５４５
条第２款以上解释选择问题，比较法上存在三种答案：绝对有效模式、区分民商事模式与
区分善恶意模式。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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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规定在将来债权的转让中，必须记载成为转让债权产生原因的债权的始期，但关于终期则并无规定，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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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绝对有效模式，即无论是否有禁止让与约定，债权让与绝对有效，只是转让人

须承担债法上的违约责任。采取该模式的立法例有《美国统一商法典》第９－４０６（ｄ）条、
第９－４０８（ａ）条，〔５１〕《国际保理公约》第６条等。

其次是区分民商事模式，即认可民事合同中的禁止让与约定有效，违反禁止让与约定

转让债权无效；而商事合同中的禁止让与约定无效，违反禁止让与约定转让债权有效。最

具代表性的立法例即《德国民法典》第３９９条、《德国商法典》第３５４ａ条。早在１９７６年第
５１届德国法学家大会上，德国学者就意图废止禁止让与约定的直接效果；卡纳里斯
（ＣｌａｕｓＷｉｌｈｅｌｍＣａｎａｒｉｓ）也认为，禁止让与约定的直接效果过分保护了债务人权利。〔５２〕

该观点影响了１９９４年《德国商法典》第３５４ａ条的立法，该条明确了商事关系或公法关系
下的金钱债权转让不因违反禁止让与约定而无效，并赋予债务人选择向何人清偿的权利。

也就是说，在此模式下，受让人的债权受领权与债权给付请求权相分离。〔５３〕 德国如此规

定，在维护民事意思自治的同时，有益于信贷机构、保理机构与所有权保留供应商及其他

（尤其是无担保）债权人的商业交易。〔５４〕

最后是区分善恶意模式，即根据债权受让人是否善意，确定债权转让处分行为的效力

以及转让人是否承担债法上违约责任。采取该模式的立法例有：《意大利民法典》第１２６０
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２９４条、《欧洲合同法原则》第１１：３０１条（１）ｃ、《国际商事合同
通则》第９．１．９条第２款，而最具代表性的大陆法系立法例则是《日本民法典》第４６６条。
日本债法改革前，判例与学说认为转让附禁止让与约定的债权仅对善意受让人有效，对恶

意第三人无效。〔５５〕 而后日本学界发展的通说是，应否定禁止让与特约对第三人发生效

力，因为这阻碍了债权的流动化与债权让与担保的实务发展，否定其对第三人的效力对原

债务人也没有太大损害。〔５６〕 因此，日本债法改革缓和了原有区分善恶意模式的效果，规

定在第三人善意的情况下债权让与人违反禁止让与约定的债权转让有效，但承担债法上

的违约责任；在第三人恶意的情况下，债权让与依然有效，除转让人需承担违约责任外，债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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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还可以拒绝对受让人履行。债务人虽对恶意受让人有选择履行的权利，却不能以存

在禁止让与约定抗辩受让人的履行催告。〔５７〕

因此在日本法上，债权转让原则上不会因为禁止让与约定的存在而无效，仅发生债务

人抗辩权产生的效果。新的区分善恶意模式增强了债权的流动性，并通过扩张债务人的

选择履行权，使得债务人的权利并未被实质性减损。〔５８〕 日本法上更精细的设计是，其还

区分了禁止转让和限制转让的法律效果。修正后的《日本民法典》第４６６条２项规定了
“禁止转让或限制转让的意思表示”，日本学界通说对该条的解释是：债权人转让有禁止

让与约定债权的，需承担违返禁转约定的违约责任；债权人转让有限制让与约定债权的，

只要债权人履行了限制性债务，则转让不导致违约责任。〔５９〕

综上所述，比较法上不同效果模式的核心区别有三：其一，是否依民商事关系，区分债

权转让处分效果的有无；其二，是否依据受让人的善恶意，区分债务人选择履行权的有无；

其三，是否依据禁止转让或限制转让约定，区分转让人违约责任的有无。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民法典》５４５条第２款第２句已明确“当事人约定金钱债权不得
转让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故在解释上宜作如下法律效果构造。第一，转让人是否应当

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根据该句后段“不得对抗第三人”的文义，禁止金钱债权转让约定

与是否发生债权的处分效果无关，但在约定当事人之间依然具备债法上的效力。因此，违

反禁止让与约定转让应收账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应收账款转让依然有效。第二，

债务人是否享有选择履行权的问题。在违反约定转让金钱债权的场合，第５４５条第２款
对善恶意受让人受让债权的法律效果作同样构造，这在价值衡量上仅考虑金钱债权的流

通性，难免对债务人保护不足。为疏此弊，该条在解释上宜认为：违反约定转让金钱债权

的，受让人为恶意时，债务人享有选择履行权；受让人为善意时，债务人不享有选择履行

权，向转让人履行不发生清偿效果。同时，由于第５４５条第２款第１句规定“当事人约定
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也采取了区分善恶意模式，因此完全可

借鉴日本区分善恶意的法律解释构造。这在照顾文义射程范围和立法本旨的基础上，最

大限度地与前述规定保持了体系上的一致。这一结论也符合我国司法裁判的倾向：我国

已有裁判认为，基础合同约定债权不得转让并不影响保理合同的效力，若保理商明知基础

合同有不可让与的约定依然接受让与，则其不可对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权利。〔６０〕 第三，

是否区分禁止转让与限制转让的问题。《民法典》仅规定禁止转让金钱债权约定的效果，

并未区分禁止转让金钱债权的约定与限制转让金钱债权的约定。但《动产和权利担保统

一登记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第９条第４款第１句规定：“担保权人可以与担保人约定
将主债权金额、担保范围、禁止或限制转让的担保财产等项目作为登记内容”；可见，在保

理具体登记的实务中，依然要区分禁止转让的约定和限制转让的约定。考虑到“禁止”与

“限制”的文义射程范围本就不同，“禁止”并不能涵盖“限制”，且有追索权保理作为债权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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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与担保已被纳入统一担保登记，故此宜以《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修订征求意

见稿）》第９条为解释基础，参照日本法学理构造，认定违反限制转让约定转让应收账款
的，不承担违约责任；违反禁止转让约定转让应收账款的，承担违约责任。

２．依法律不可让与的应收账款作为保理客体
法律否定债权的让与性，系在价值衡量上对债权进行“社会性限制”。〔６１〕 例如《德国

民法典》第４００条、《希腊民法典》第４６４条、《日本民法典》第８８１条，均禁止养老金请求
权或特定的扶养请求权等不得扣押的债权进行转让。〔６２〕 在我国法上，《保险法》第３４条
第２款、《民事诉讼法》第２４３条第１款等，也限制特殊债权的转让。

就保理而言，基于维护金融秩序稳定的价值倾向，我国一些部委规章、地方政府规章

均对应收账款债权的转让作了负面清单式的限制。《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８条、《中国银行业保理业务规范》第４条第１款、《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
通知》第１条第４款、《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第２条〔６３〕等，均将基于不合法基础交易

合同、寄售合同、权属不清的应收账款、基于票据等有价证券产生的付款请求权排除在保

理客体外。《天津市商业保理试点管理办法（试行）》第１８条对保理应收账款的负面清单
作了更细致的１１项规定。〔６４〕 无独有偶，《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商业保理业务试点
管理暂行办法》第１７条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业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１７条也对保理客体采负面清单限制，其１０项限制条目相较天津的规定仅少１项，即
“债务人不明确或无基础法律关系的”应收账款。现阶段，由于此类规范级别较低，依照

《民法典》第１４３条第３项、第１５３条的规定，订立保理合同的负担行为、保理项下转让应
收账款的处分行为均不会因为违反此类规定而无效。但实务中，转让此类“不合格”应收

账款作保理将无法登记，保理商也面临罚款、停牌等行政处罚的风险，间接导致此类应收

账款不能成为保理客体。在裁判中，法院也常以“违反公共利益”为由，从规范性文件的

制定目的入手，“借道”公序良俗否定合同效力。再者，这些规范在试点结束后，亦可能上

升为法律、行政法规，故有必要对规范中禁止作保理的应收账款进一步逐条分析。

首先，票据债权作为保理合同客体应被允许。功能上，规范性文件禁止票据债权作保

理意图达到的效果在于，防范票据贴现业务对保理业务的“挤出效应”，保障金融秩序稳

定。〔６５〕 但此种担忧是否合宜值得怀疑，因为保理业务与票据贴现业务一样，都是须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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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日］我妻荣著：《新订债权总论》，王邁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６５页。
另外还有受雇佣人的报酬请求权中不可扣押的部分等。参见陈卫佐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第１４１页。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虽是针对应收账款质押的限制，但根据该办法第３４条“权利人在登记公示系统办理
以融资为目的的应收账款转让登记，参照本办法的规定”，作为保理客体的应收账款也受该办法的限制。

《天津市商业保理试点管理办法（试行）》第１８条规定：“商业保理公司受让的应收账款必须是在正常付款期内。
原则上不能受让的应收账款包括：（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无权经营而导致无效的；（二）处于贸易纠纷期间的；

（三）债务人不明确的或无基础法律关系的；（四）约定销售不成即可退货而形成的；（五）保证金类的；（六）可能

发生债务抵消的；（七）已经转让或设定担保的；（八）被第三方主张代位权的；（九）法律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

不得转让的；（十）被采取法律强制措施的；（十一）可能存在其他权利瑕疵的。”

中国银保监会２０１９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第一条指出，商业保理企业开展的业务
应回归本源、专注主业，同时应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保障安全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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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审批方可经营的金融业务，若存在票据贴现对保理业务的挤出，也仅需将金融牌照合一

即可。在比较法上，《国际保理公约》《联合国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公约》均允许以票据债

权为基础资产开展保理业务。有观点认为，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是，相关规章的制定者错

误沿用《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的客体限制。〔６６〕 在实践中，广泛存在的“保理 ＋票据”
模式和“反向保理”模式，〔６７〕必须以大企业债务人提供商业票据为核心。在此种模式中，

债权人对债务人同时持有应收账款债权与商业汇票债权，保理商须同时受让两种债权，

否则无法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在学理上，保理商收受票据也并不违反保理以应收账款

为基础资产的前提。在保理商实现权利前，票据债权与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依据我国

《票据法》及新债清偿原理，这里债务人向债权人背书票据的行为并非代物清偿，而是以

票据代替应收账款给付的新债清偿。〔６８〕 这样，受让票据不发生应收账款消灭的效果，而

发生新债（票据债务）与旧债（应收账款债务）同时存在的效果；但票据债务具有履行优先

性，〔６９〕且当应收账款债务人清偿票据债务后，应收账款债务消灭。〔７０〕 换言之，在票据债

权实现受挫时，保理人可就应收账款债权实现；票据债权实现后，应收账款债权随之消

灭。〔７１〕 在裁判上，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及地方法院已认可此种操作模式的合法性，〔７２〕同时

也在试点推广应收账款票据化的金融模式。〔７３〕 综上，票据应收账款作为保理合同客体应

当被认可。

其次，存在权利瑕疵的应收账款不得作为保理合同的客体。相关规章所列示的基于

寄售合同的、约定销售不成即可退货而形成的、处于贸易纠纷期间的、已经转让或设定担

保的、被第三方主张代位权的、保证金类的、被采取法律强制措施的、权属不清的应收账

款，概括而言都是可能存在权利瑕疵的应收账款。此类应收账款作为保理合同客体，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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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理合同客体适格的判断标准及效力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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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方新军：《〈民法典〉保理合同适用范围的解释论问题》，《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０７－１１８页。
反向保理是指，保理商与规模较大、资信较好的买方达成协议，对于为其供货、位于其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提供

保理业务。在实务操作中，保理商首先与资信较好的买方协商，确定由保理商为向买方供货的中小企业提供保

理融资，而后保理商与供货的中小企业，或者与供货的中小企业和买方共同签订保理合同。供货的中小企业履

行基础合同中的供货义务后，向保理商提示买方承兑的票据，保理商立即提供融资。票据到期后，买方直接向保

理商支付款项。

从会计记账角度，有观点认为当债权人收到债务人发出的商票时，应收账款在会计账簿上就已经涂销，转化成为

应收票据，所以收受票据会导致应收账款消灭。但法律上，应收账款在会计账簿上的转化仅是为了记录方便，应

收账款债务并未因债权人获得票据而消灭。

参见陈自强著：《民法讲义Ⅱ·契约之内容与消灭》，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３７页；黄立著：《民法债编总
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７３页。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债法总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９６、１９７页；［日］
我妻荣著：《中国民法债编总则论》，洪锡恒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０３页。
参见谢怀縂著：《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５页；傅鼎生：《票据行为无因性二题》，《法学》２００５年
第１２期，第５６－６５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１５）民二终字第１３４号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０）最高法民申３９２号裁定书；天津
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审判委员会纪要（一）》。

我国也已通过建立供应链票据交易平台，试图推进应收账款票据化。《上海票据交易所关于供应链票据平台试

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票交所发［２０２０］５８号）中即称“为更好地服务中小企业，支持供应链金融规范发展……
推进应收账款票据化。”《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商务部、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外

汇局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银发〔２０２０〕２２６号）第８条也提
到，“提升应收账款的标准化和透明度……支持核心企业签发供应链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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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保理公司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受阻，其权利瑕疵还可能影响以保理客体为基础资产

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持有人。故此，基于保障金融资产可控、维护金融秩序等主要目的，

禁止可能存在权利瑕疵的应收账款作为保理合同客体存在正当性和合理性。

再次，违反无权经营规定产生的应收账款，可视情况作为保理合同的客体。相关规章

受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１０条影
响，前提性地认为因违反国家限制经营产生的应收账款将归于无效，故禁止其作成为保理

合同客体。但是《民法典》第５０５条已经规定，不得仅以超越经营范围认定合同无效；并
且第５０５条未吸收前述解释第１０条第２句“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除外”的内容，转而引致《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的规定，统一以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效力强制性规定或违反公序良俗来否认合同效力。可见，此处为立法者的刻意

留白，意图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合同自由。〔７４〕 故此，违反无权经营规定产生的应收账款须

分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规定产生的应收账款，和违反其他规范的应收账款。

前者因违反《民法典》第１５３条的规定而无效，应收账款亦无效；后者不违反第１５３条规
定，应收账款有效，可以成为保理合同的客体。

最后，超额应收账款可以作为保理合同的客体。为防范保理产品的金融风险，相关规

章还会对保理商受让应收账款债权的数额进行限制。例如，在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加

强商业保理企业监督管理的通知》中，第２条第７项即规定保理商“受让同一债务人的应
收账款，不得超过风险资产总额的５０％；受让以其关联企业为债务人的应收账款，不得超
过风险资产总额的４０％……”。该类限制并非对应收账款“质”的限制，而是“量”的限
制，超过限制数额受让应收账款订立的保理合同有效，只是保理商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二）债权让与性限制下的虚构应收账款保理

《民法典》第７６３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保理合同客体的，债务
人不得以虚构应收账款为由对抗保理人，但保理人明知应收账款为虚构的除外。依该条

文义，除保理人明知债权为虚构外，不仅虚构债权签订的保理合同具有债法上的负担性效

力，〔７５〕且债权人转让该虚构债权的行为具有物法上的处分性效力。问题在于，债权人何

以可处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债权？申言之，从保理合同的债法效力层面看，过去的理论与

立法认为，标的物欠缺将导致合同自始客观履行不能，合同当然无效。〔７６〕 但新近的理论

与立法均认可，自始客观履行不能并不导致合同无效，只是需承担违约责任。〔７７〕 以自始

客观履行不能合同有效的法理，足以使得以虚构债权为客体的保理合同有效。但若从保

理合同项下应收账款转让的物法效力层面看，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债权，系《民法典》

第１４６条第１款规定的虚伪表示，其法律效果应为无效。而《民法典》第７６３条却规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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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朱广新、谢鸿飞著：《民法典评注·合同编通则（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３７－３４１页。
参见崔建远：《保理合同探微》，《法律适用》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６２－６９页。
前田达明「原始的不能についての一考察」奥田昌道编『现代私法学の课题と展望（下）』（有斐阁、１９８２）６１页以
下参照。

长坂纯「原始的不能と债务不履行责任
88

改正民法４１２条の２第２项の构造把握」法律论丛第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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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明确了先前债权人对虚构应收账款的处分发生物法上的

效力，赋予虚构应收账款以真实应收账款的效果，显然与《民法典》第１４６条第１款规定的
虚伪表示无效不符。

解释上，可运用通谋虚伪表示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理，对该条的正当性予以阐

释，将《民法典》第７６３条视为对虚构应收账款的特别法律拟制规定。申言之，因为债权
人与债务人的通谋虚伪表示，使得善意第三人基于权利外观产生了错误的信赖，〔７８〕因此

法律将该虚构应收账款拟制为真实应收账款；其作为对保理合同的特别规定，排除《民法

典》第１４６条一般条款的适用。与我国《民法典》此种“一般否认—特殊承认”的结构相似
的是，《德国民法典》第１１７条也将虚伪表示作绝对无效处理，即虚伪表示在表示人与相
对人之间无效，对第三人也无效；但《德国民法典》第４０５条又例外地承认了虚构债权之
受让人对虚构债权之债务人的请求权。〔７９〕

应当注意，与我国不同的是，《德国民法典》承认受让人请求权的前提是，受让人并非

明知或应知该债务为虚构，而我国则排除受让人应知的情况；另外，《德国民法典》要求债

务人必须出具了债务凭证、造成了使受让人相信的权利外观，才构成“虚构应收账款”，而

我国并无此要求。由此产生的解释问题有二：其一，是否将《民法典》第７６３条中的“保理
人明知”作目的性扩张解释，将超出“明知”文义射程的“保理人应知”（保理人未尽审查

义务等）情形纳入；其二，是否对第７６３条中的“虚构应收账款”作限缩解释，认为仅在债
务人提供虚假债权凭证或其他书面凭证时才构成虚构债务。

应当明确，《民法典》第７６３条的学理逻辑与上述《德国民法典》相关规则的立法逻辑
有本质区别，故既不需将“保理人明知”扩大到保理人应知的情形，也不应要求“虚构应收

账款”以债务人提供书面凭证为前提。第７６３条的学理逻辑在于，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
收账款的意思表示，对债之相对人和保理人分别发生两种不同法律效果，即虚构应收账款

对债之相对人因虚伪表示而无效，但对保理人则因构成真意保留而有效。换言之，债务人

与债权人虚构应收账款债权的行为，从保理人角度观察，是债务人保留了其内心真意，故

意虚假地赋予债权人以其名义处分权利的资格，〔８０〕构成真意保留。而法律在价值衡量上

倾向于保护不知情保理人的利益而非故意保留真意的债务人的利益，〔８１〕因而保理人获得

向债务人主张债权的权利，虚构的应收账款也因此具备让与性。〔８２〕

可见，债务人虚伪地赋予债权人处分权的情形，与委托人虚伪地授予代理人代理权的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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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此处基于权利外观产生信赖而赋予法律效果，并非与善意取得类似，而是与虚伪授予意定代理权一致。善意取

得制度的价值取向基石，是物权的公示公信效力和物权对世性，第三人是否知晓物权直接决定善意取得的成立

与否。但虚构应收账款债权是基于合同之债，本身就并无公示公信力，因此第三人也不应基于虚构的应收账款

主张“善意取得”。换言之，在虚构应收账款债权的问题上，《民法典》的立法思路并非认可债权具有公示公信效

力，而是构造为债务人向债权人虚假授予处分其权利的地位。参见李宇：《保理合同立法论》，《法学》２０１９年
第１２期，第３１－５０页。
Ｖｇｌ．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１６．Ａｕｆｌ．２０１８，§５２Ｒｎ．１４，１５．
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著：《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８８页。
Ｖｇｌ．Ｍｅｄｉｃｕｓ，Ｌｏｒｅｎｚ，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Ｉ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２１．Ａｕｆｌ．２０１５，§６０Ｒｎ．８１４．
Ｓｅｅ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ｏｍａｎ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Ｊｕｔａ＆Ｃｏ．Ｌｔｄ，
１９９０，ｐ．６４４．另参见［德］卡尔·拉伦茨著：《德国民法通论（下）》，王晓晔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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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类似。〔８３〕 因此，保理人应知但因重大过失而不知虚伪授权的法律效果，以及债务人

未提供虚构债权凭证的法律效果，也与第三人应知虚伪赋予代理权、委托人未提供书面

授权凭证的法律效果相一致。在虚伪授予意定代理权的场合，即使委托人与代理人就

代理授权进行通谋虚伪表示，意定代理权也可基于代理权的外部授权行为（处分授权

对第三人作出）而生效。只有当第三人明知或应知该授权行为无效时，委托人才可以

对第三人主张授权因虚伪而无效。而虚伪授予代理权又分为“故意型”和“过失型”，如

果委托人故意虚伪授权，则基于平衡保护第三人的价值衡量，仅在第三人明知缺乏授权

时，才不构成表见代理；委托人过失虚伪授权时，第三人只要应知或明知虚伪授权，都

不构成表见代理。〔８４〕 《民法典》第７６３条所规定的债务人与债权人虚构应收账款，显然
是债务人故意对债权人授权处分，因此第７６３条仅将保理人明知作为债务人责任的例外
情况，值得肯定。〔８５〕

另外，在虚伪授予代理权的场合，只有委托人相对于第三人声称虚假授权有效，或委

托人以书面形式作出委托行为时，虚假的委托代理才对第三人发生效力。同样地，在债务

人与债权人虚构债权作为保理标的情形下，只有债务人的虚构债权以书面形式作出，或债

务人相对于保理人声称虚构债权有效时，债权人处分该虚构债权的行为才对保理人发生

效力。〔８６〕 故此，第７６３条在解释上不应限缩为仅债务人提供虚假债权凭证或以书面形式
虚构债务才构成“虚构应收账款”，而应解释为：债务人向第三人认可虚构债务有效，或债

务人提供虚假债权凭证，或债务人以书面形式虚构债务均构成“虚构应收账款”。

四　保理合同入典的体系融贯：代结语

以应收账款转让为核心给付内容的保理合同，被当作典型合同纳入《民法典》，多少

有些“新瓶装旧酒”的意味，〔８７〕《民法典》第７６９条对债权转让规则的引致即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因此，以债权让与的规则和理论为基础，解释和发展保理合同规则，乃保障民法

典外部体系周延、内部体系融贯的必要。此外，在以传统民法理论对保理合同规则进行阐

释的同时，还应注意保理合同的商事实践属性和担保功能，理解商事习惯与立法者规范之

·００１·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我国法上虽未明文规定虚假授权代理，但可通过对《民法典》第１７２条的解释得到同样效果。因为在委托人虚假
授予代理权的场合，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不发生代理权授予，因而可解释为落入第１７２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的外延范畴；相对人基于委托人的虚假授权行为而行事，属于第１７２条“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故此发生
代理的法律效果。

参见［日］加藤雅信著：《日本民法典修正案：第一编总则》，朱晔、张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００页。
有反对观点以保理人调查能力强、举证“明知”困难为由，认为该条对于保理人有保护过度之嫌。此批判对无追

索权保理确有意义，但对于有追索权保理，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往往是出于对应收账款债务人支付能力的认可，

若保理人因过失未知债权为虚构，则其失去了向债务人请求清偿的权利，仅能依照《民法典》第１４８条或第１４９
条请求撤销或解除保理合同并要求债权人承担相应责任。但此时债权人往往丧失支付能力，保理人难以获得救

济，有失公平。参见李宇：《保理合同立法论》，《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１２期，第３１－５０页；崔建远：《保理合同探微》，
《法律适用》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６２－６９页。
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著：《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８９－４９０页。
参见谢鸿飞：《后〈民法典〉时代的中国民法学：问题与方法》，《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０－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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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异性。〔８８〕 特别是有追索权保理，其债权让与担保（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ｓａｂｔｒｅｔｕｎｇ）的功能，对
债权让与、债权质押、让与担保，以及融资租赁、所有权保留等制度都产生了如何进行体系

解释的问题。例如，债权人和债务人虚构债权出质的，可否类推保理合同规则，认定仅质

权人明知虚构时债务人免责？延长的所有权保留交易中，买受人以转卖标的物所得应收

账款进行保理时，保留所有权的出卖人与保理人权利的冲突如何解决？〔８９〕 是否依形式担

保观限缩解释《民法典》第７６８条和《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６６条的适用范围，仅
认可有追索权保理和担保性债权让与适用“登记在先、权利在先”规则？如此种种关于保

理合同规则的解释论问题，都有待未来的民法学研究进一步跟进。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２０２１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渝地区供应链保理金融
的法治保障研究”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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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佳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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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自强著：《整合中之契约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９２页。
Ｖｇｌ．Ｆｓｓｌｅｒ，Ｄ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ｖｅｒｔｒａｇｉｍＳｃｈｗｅｉｚｅｒｉｓ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２０１０，Ｓ．１２９ｆ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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